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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
———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刘目斌

　　摘　要：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
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
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
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
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
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水排组织；仪式实践；土族“纳顿”；象征权威；“实践智慧”

一、引　言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藏族和汉族社会中，以村落为边界管理民众公共事
务的地缘型社会组织。鉴于其具有护青之农事管理职能，故有关学者称之为青苗会。①不过，就笔
者调查所见，在地方民众话语体系中，仅将地方神灵巡游地界查看青苗长势的仪式活动称之为“转
青苗”或“浪群庙”，并没有使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青苗会”之称谓。因此，笔者据其活动组织者
水排头之地方称谓而将之命名为“水排组织”。纵观以往研究成果，无论是关注于作为地方社会庆
典仪式的土族青苗会活动之描述②，还是关注于作为地方社会组织的土族青苗会的发展历程、组织
结构、行动过程的分析③，抑或是有关水排组织主持的土族“纳顿”仪式的研究中④，均未对水排组织
在村落仪式实践中，借助神灵崇拜所赋予的象征权威力量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予以深度探究，即
缺少对于其在具体仪式实践中所呈现出的象征权威的深度认知。鉴于此，笔者将借鉴美国学者杜
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之视角对其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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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赞奇在研究近代中国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时指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

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

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

权威，它反过来又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耀感———它与物质利益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

促进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①藉此，我们可以反观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

角色———水排头在地方“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该地区地域保护神

二郎神及其他地方神灵信仰与仪式的神圣感，即神灵符号之“象征性价值”，赋予了水排头、尤其是

大排头，在传统社会中“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促进其在地方“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如今

水排头已由原来地方乡绅阶层追逐担当的对象，转化为村落中各家户轮值担当的社会角色，但依

旧能够激发其管理好公众事务的“社会责任感、荣耀感”。因此，水排头在村落社会集体事务中的

角色扮演与义务担当，以及借助神灵象征符号及其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量，所达成的民间社会自我

有序运行的治理策略，已成为一种优良的地方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本文主要田野资料来自笔者对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进行的四次田野作业（２００７年２月６日

－３月２６日、６月１日－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９日－１０月２９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１日－２０日）。通过对三

川地区水排组织在村落仪式实践谱系中的义务担当及其在“纳顿”②酬神仪式中的角色扮演进行
“深描”，本文着重探讨水排组织是如何借助地方神灵信仰符号所赋予的象征权威力量，维系村落

社会内部以及村落之间社会秩序运作的。水排组织的这一社会整合功效，对于当今中国“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社会的有序治理具有怎样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功能变迁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三川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与青海两省交界的黄

河北岸，因境内三条河流———赵木川河、大马家河、桑不拉河注入黄河而得名。此三条河流经之

地，被依次称为上川、中川、下川地区。该地区由于紧邻黄河，无霜期长，是民和县主要产粮区。春

小麦是其主要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油菜、胡麻是其主要经济作物。③

三川地区含括民和县的官亭、中川、杏儿、甘沟、满坪、前河等６个乡镇，辖８０个行政村，近３００
个自然村，居住着土、回、藏、汉等多个民族的７．５万人口。其中土族集中分布在中川、官亭、前河、

甘沟等乡镇，约４．５万人。④ 杏儿藏族乡共有４０７６人，其中藏族２９８９人，土族８９０人。⑤ 回族、汉

族主要散居在前河、甘沟、满坪等乡镇。因之，作为土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⑥，三川地区是一个多民

族文化交汇区。该区域由于地处中原汉族与西部藏族的连接地带，土族文化受到汉文化与藏文化

的双重影响，“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连接地带文化”，是一种“文化重构”的结果。⑦ 自传统社会以

来，三川地区的土族、藏族和个别汉族村落形成了一种民间社会管理组织———水排组织。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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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顿”，土族语音译，即“娱乐、玩耍”之意。在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每年秋季庄稼丰收之后，土族人要举行以跳“纳顿”酬神
娱神为目的的仪式展演活动，称之为“纳顿会”或“纳顿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９页。

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页。

此处杏儿藏族乡的人口统计资料，２００７年７月６日由该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提供。

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大通、民和以及乐都、同仁、门源等县以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卓尼县等地。参见《土
族简史》编写组编《土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页。

高丙中：《文化影响与建构———土族的例子》，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区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７３－
１０１５页。

在村落事务管理组织中，除水排组织外，大多数村落还要另选数名德高望重、处世经验丰富的老人，称之为“老者”或“乡老”，他
们负责指导水排头管理好众人事务。



（一）水排组织轮值主体的变化

水排组织的成员称谓，在川地与山区有所不同。川地村庄称之为“排头”“水排头”或“当事”，

并推选一人主事，称之为“大排头”“大水排”或“大当事”。① 山地村庄则称之为“社长”，其主事者称

为“百总”。各村落水排头轮值交接时间不尽相同。中川、下川村落多在“纳顿”次日进行，上川单

姓村落则在清明祭祖时进行。如上川“官亭四户”之吕、张、秦、何氏，均在清明上坟祭祖时推选有

威望的年长者为“大排头”，另有两名轮值的“切绕其”。②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水排组织在管理村落公共事务时形成了一种轮值制度。这与中国大江南

北宗族或庙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轮值制度具有相同之处。③ 如今，水排头的角色由各村落所有辖

户按既定次序轮流当值，但在传统社会中，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是在大户人家，即在村落中经济实

力较强的家户中轮值的。

在传统社会中，三川地区各村落的水排头轮值方式不尽相同。在上川地区鲍家、窦家、余家、

安家、赵家以及中川地区宋家、鄂家、辛家、马家等单姓村落中，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由本姓氏中

的大户人家轮值担当。在下川地区桑不拉、团结村以及中川地区王家、祁家和文杨家、上川地区官

亭四户等杂姓村落中，则是在其所辖自然村或人口占多数的大姓宗族中轮值。在一定意义上，水

排头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是因为水排头曾一度掌握农业灌溉用水的支配权和主动

权，而担任水排头尤其大排头，则能够为本家族或个体家户谋取更多利益。

随着社会与时代变迁，尤其是当地农业灌溉设施之改进，传统社会中曾为众人争相担当的水

排头之角色，如今则为各村落每一家户轮流担任。不过，在人口较多的村落中，一般从当年轮值的

若干名水排头中推选出一位为人正直、能主持公道的人物担任大排头，以领导村落众人处理好年

度周期内的各项公共事务。

（二）水排组织管理职责的变迁

在传统社会中，水排头的重要职责是管理农事用水，组织实施本村农业水利灌溉，负责分配水

份。直至１９６９年，随着官亭泵站的修建以及黄河灌溉主干渠的完工，三川地区原有的水利灌溉系

统发生了彻底改变。水排头原先管理农事用水的职责，被各行政村的社长（即生产队长）所替代。

各村社长具体负责本村社水份子的分配和调度工作。因之，当今在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管理事

务中，水排头管理农事用水的职责已经消失，其看护青苗的义务也在逐步弱化，乃至在大多数川地

村落中已经消失。个中原因，一是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川地村落的民众大多外出务工，较之于传

统社会有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而不再依靠饲养牲畜作为生产副业；二是山区民众由于国家退耕还

林（草）政策的实施，也大大减少了畜牧业在生产中的比重。然而，水排头仍旧要负责组织与农事

生产相关的各项仪式，以及与村庙、寺院相关的活动。尤其是在年度周期内与农事生产相关的村

落仪式实践谱系中，诸如春季的二郎神“转青苗”仪式、立插牌、祭鄂博、驱赶过雨（即冰雹）禳灾、跳
“纳顿”酬神、“汤影”“叶儿将”以及“立皇杆”仪式等，水排头依旧遵循传统，组织实施相关仪式活

动，承担相应的管理义务。

综上，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如今，三川地区水排头的轮值主体已由传统社会中经济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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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大户人家转为普通家庭，村落里每户人家都有机会担当这一角色。同时，其社会职责也在
发生着变迁，原有的水利灌溉之管理职责已经消失，农事田间护青管理事务也在逐渐弱化，但水排
头在村落仪式实践谱系中的义务担当作用却延续至今。

三、村落仪式谱系中水排组织的实践图式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阐释“实践理性”时指出：“人的独特本性在于，他必须生活在
物质世界中，生活在他与所有有机体共享的环境中，但却是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
的———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①可以说，三川地区水排组织在村落仪式实践谱系中所建构的
文化图式，正是这样一种基于“象征理性”或“意义理性”之上的“实践理性”建构的结果。这一仪式
实践图式，是三川民众基于自身生存发展所建构的一种“生存性智慧”（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ｓｄｏｍ）②，亦是一种
基于其农事生产与日常生活实践而做出理性选择的“实践智慧”（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③。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下，水排组织均负责组织实施与村落农事信仰相关的仪式实践活动。

其中，除春秋二季颇受重视的“转青苗”与跳“纳顿”酬神仪式外，还有每年春季的立插牌、祭鄂博，

夏天的驱冰雹禳灾，秋收后的“汤影”“叶儿将”及立皇杆仪式。诸多仪式活动，构成了各村落年度
周期内与农耕生产相关的仪式实践谱系及其文化图式。水排组织所发挥的这一义务担当的社会
职责，使得村落农事生产得以协调运作、村落社会秩序得以维系达成。

（一）组织转青苗仪式
在传统社会中，青苗会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华北、西北的广大农村地区。④ 有学者指出，青苗会

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乡土社会基层政治组织的青苗会，二是这个地缘性组织在特定时日举办的
有着敬拜、共食等仪式活动的庆典。”⑤三川地区的转青苗仪式，又俗称“浪群庙”“转山”，仅指春季
二郎神及各村庙神巡游田间地界、查看青苗长势的祈愿祭典仪式活动。在三川民众话语体系中，

不存在“作为乡土社会基层政治组织”的“青苗会”之称谓。

每年农历四五月间，三川地区各村水排头肩抬神轿举行转青苗仪式，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在上川地区，包括杏儿沟藏族在内以二郎神为主祭神灵的十九个村庙，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

０５１ 民俗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美］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张宏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前言”第２页。
“生存性智慧”，是有关学者为推进“中国经验”研究而建构的概念。其本身是一种“实践智慧”，“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
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它能够彰显并解释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原则”为最高原则的复杂互动关系，在存在形
态、传播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均是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参见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
研究论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邓正来《中国模式的精髓———生存性智慧》，《社会观察》２０１０年
第１２期。
“实践智慧”（拉丁文ｐｈｒｏｎēｓｉｓ，英文译为ｐｒｅｄｅｎｃｅ或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与人的审
慎明辨的行为有关的个体德性。它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德性，是一种源自于人的内在心灵、与善恶相关的、求真的实践品质，与
“善”或“好”的实践紧密相关（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７３页）。“实践
智慧”经历了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向，亦受到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拓展诠释，具体如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
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李义天：《作为实践理性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梳理与阐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田海平：《“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等等。

关于华北、西北青苗会研究，除前述有关土族青苗会研究成果外，概言之可分为：一是关注于青苗会外在的神圣狂欢之节日属性
的描述，如张润平：《地方湫神与社群和谐：岷县青苗会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６年。二是关注于青苗会在西北民族杂居地
区所具有的社会秩序之整合功效的探讨，如范长风：《甘南高原上的族群合作———洮州青苗会的人类学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阙岳：《第二种秩序：明清以来的洮州青苗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三是关注于青苗会权利类型所体现
出的文化等级的分析，如王淑英、郝苏民：《村落：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以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权利类型为例》，《西北民族研
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四是关注近代社会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运作规范、时代特征及功能变迁，如［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
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２－１４８页；杨念群：《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与功
能演变———以解口村、黄土北店村等为个案》，《中州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周健、张思：《１９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
迁》，《清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等等。

岳永逸：《社会组织、治理与节庆：１９３０年代平郊的青苗会》，《文化遗产》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五月初五，依照传统次序安排，各村水排头迎请二郎神在本村地界查看青苗的长势情况，俗称“转
青苗”或“浪群庙”。届时，水排头代表众人献祭羯羊，向神灵祈愿。① 而在中川、下川地区，各村水
排头则抬着本村庙神神轿或肩扛绘有庙神像的鸣旗②，绕田间地界，举行转青苗仪式。在田野调查
中，民主村庙倌乔正良曾详细描述过下川地区转山仪式的组织情况。③

（二）组织立插牌、祭鄂博、“汤影”“叶儿将”、立皇杆
立插牌，也称“插挡牌”④，是一种为抵挡“过雨”⑤而预先实施的农事禳灾仪式。每年农历四月

庄稼茁壮成长之际，三川地区各村水排头请阴阳师择吉日举行立插牌仪式，以抵挡夏季经常发生
的“过雨”之灾害。此外，每当夏季“过雨”即将来临之时，水排头和庙倌在庙中鸣锣击鼓，挥舞上书
“谨请诸神（神灵名称）……止风雹雨恶”符咒的神牌，借助神力驱赶过雨。这是立插牌之后的临时
性禳灾仪式。据下川民主村庙倌乔正良介绍，该庙挡过雨的神牌为七个，取“七”和“去”的谐音，即
为“灾害去了，过雨驱除了”。⑥

祭鄂博⑦，是指祭祀山神（俗称“鄂博老爷”）以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安宁的信仰仪式。一般除每
月初一、十五祭祀外，还要选择特定时日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如中川祁家、文家、杨家三个自然
村落，每年农历五月十九联合祭祀其共有的大鄂博。届时，每年当值水排头，迎请文家寺喇嘛于鄂
博前诵经祈福，并组织各家户祭拜鄂博老爷。

“汤影”，土族语音译，是指各村所属寺院喇嘛在村庙中诵经念佛为民祈福的仪式。至今，尚在
部分土族村落中传承。不同区域的村落举办汤影仪式的时间有别，如上川赵木川村、河沿村，各村
社在“纳顿”次日举行，届时水排头前往赵净寺请喇嘛主持汤影仪式。下川民主沟团结村，过去则
于农历二月初一、四月初八、九月初九分别举行“汤影”仪式。⑧

“叶儿将”，藏语音译，意为“夏天平安经念罢，喇嘛出寺院了”，是指秋收后举行的一种礼佛敬
神仪式。至今，仍在中川一带文家寺所辖数个村落中盛行。每年农历八月初一至十五日，从草滩
祁家村开始，到马家村结束。届时，水排头肩扛《甘珠儿》佛经，迎请喇嘛走出寺院，至村中主动提
供地点的人家中。喇嘛翻阅佛经，为民祈福，并接受美食犒赏。同时，肩抬本村庙神神轿一同前
往，接受众人膜拜。

“立皇杆”，是一种竖立幡杆向神祈福的仪式。它主要盛行于下川民主沟一带的村落中。如团
结村，每年农历二月二、九月九，水排头在村庙中悬挂起一杆神幡，并向庙神、天神献祭一只羯羊，

举行立皇杆仪式。前者为春季祈愿，后者为秋季酬神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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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２００７年，笔者曾对上川地区二郎神转青苗仪式进行全面跟踪调查，并整理出其先后次序。参见刘目斌《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的
仪式表达———青海三川地区二郎神祭典仪式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中川、下川地区以摩羯龙王、锁羯大帝、黑池龙王或九天圣母娘娘为庙神的各村落，仅在秋季纳顿会上迎请三川二郎神过会，而
转青苗仪式中则不具备迎请二郎神的权利。

参见刘目斌主编《中国节日志·纳顿节》，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立插牌的具体做法是，在村外山头上，阴阳师将事先画上符文和狗头的柏木牌，与画有符文的碗以及砖、羊毛、五金、杂粮、各种
花、茶叶、棉花等物同时埋在地下。上面堆成土堆，上插十字形草把。草把中间挂一木牌，上书：“勒令封山神土地把守地界。”参
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８页。

过雨，西北方言，即冰雹的俗称。

被访谈人：乔正良，男，土族，１９３５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民主村村
庙中。
“鄂博”，土族语音译，其形式、效能与立插牌类似。凡在村外的三岔路口、山豁口或山顶上，土族人建有鄂博，祭拜山神，以阻挡
恶风冰雹与邪气入侵，保护村庄的安宁。鄂博有阴阳师所立与喇嘛所立两种。

团结村如今已不再举行汤影仪式，相关信息由田野访谈所得。被访谈人：赵先成，男，土族，１９６３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
间：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团结村柴子社赵先成家中。



　　（三）组织跳“纳顿”酬神仪式
纳顿会或“纳顿节”①，又称跳“纳顿”，是三川土族民众在秋收后举行的大型酬神、娱神之仪式

庆典活动，一般包括“纳顿”小会和正会两天。组织跳“纳顿”酬神是水排头的重要职责：

一是“纳顿”前夕的准备。如收取“罚香”②或按人丁、家户筹集费用，整理“脸子”、服装、锣鼓、

旗帜等相关道具，清洁平整纳顿会场，安排跳“纳顿”的角色等。二是“纳顿”小会当天，搭建帐篷，

请庙神出庙，迎请二郎宗神，演练跳“纳顿”，制作集体敬献的神幡，排练“庄稼其”“五将”“三将”“五
官”“杀虎将”等傩舞，或进行全面预演。三是“纳顿”正会当天，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在通盘考虑
跳“纳顿”事宜的同时，全力组织投入傩舞表演。四是“纳顿”次日，组织安神仪式③，当众公布村庙
经济收支情况，做好相关交接事务。可见，水排头不仅承担管理任务，还享有装扮角色的权力，其
义务性与权威性得以集中体现。

综上可知，以上诸多仪式，乃是三川地区各村落年度周期内依据农作物生长的时序创造出的
一套农事文化体系，或者说是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仪式实践谱系，这构成了当地村落的仪式“文
化网络结构”。在此村落仪式网络中，水排头起着组织管理的重要作用。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各个
仪式是否如期举行，是否按照传统的仪式环节举行，活动中神灵满意与否，将直接关涉到农业生产
丰收与百姓生活福康。因此，每年轮值的水排头均虔诚谨慎地组织好各项仪式活动，维系好村落
民众生活世界的社会秩序。正如张士闪在研究鲁中村落宗教秩序时所指出的：“村落文化体系并
非是理所当然地处于一种不证自明的权威地位，而是时时刻刻地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实践与更新
着”④，三川地区水排头在村落文化体系中的象征权威，也正是在年复一年的村落农事仪式实践谱
系中轮值展示和确认强化的，尤其是在一年一度的秋季“纳顿”酬神庆典仪式中，其权威力量得到
了最大限度的体现。

四、“纳顿”仪式中水排组织的象征权威

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五日，三川地区数十个村落分别举行以二郎神及其他地方神灵
为崇拜对象的酬神祭典仪式，土族人称之为“纳顿”节，藏族和汉族人称之为八月会。凡跳“纳顿”

过会的村庄，往往与邻近村落构成“一庙一会”“两庙一会”或“三庙一会”的组织形式⑤，即两村或三
村民众通过彼此联合跳“纳顿”⑥，建立起了跨村落的“联村组织”形式⑦，借以加强村落间的社会交
往，完成各自的跳“纳顿”酬神活动。届时，各村水排头依靠神灵信仰符号所赋予的权威象征力量，

在慎重供奉二郎宗神及本村庙神，以礼相待客队会手，完成组织管理任务的同时，都投入到跳“纳
顿”酬神仪式展演中并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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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土族“纳顿”原本具有庙会文化属性，被俗称为“纳顿会”，或按其举办月份被称为“七月会／八月会／九月会”。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地方文化精英赋予了其“纳顿节”的名称，而后逐渐被官方、学界、新闻媒体乃至年轻一代的土族人所接受。有关土族“纳顿”命
名及其庙会与节日之文化复合性辨析，可参见刘目斌：《节日抑或庙会：土族“纳顿”属性辨析———基于民俗学主义研究视角的认
知》，《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所谓“罚香”，是指水排头向春季护青时违规放牧或集体祭祀鄂博时无故缺勤的家户收取罚款，作为敬神的香火钱。它主要用于
村庙众人公共事务的开支，尤其是举办纳顿会之用。一般根据牲畜大小不一，收取三元、五元或十元不等。

所谓安神仪式，是指“纳顿”次日，在中川、下川村落中举行的将庙神神轿复位于庙殿中并献祭一只羯羊的敬神仪式。

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４页。

有关土族“纳顿”的组织形式，详见刘目斌《地域崇拜与流动的认同———青海三川地区“纳顿”仪式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５９－６０页。

联合跳“纳顿”，指前来庆贺的客队与本村主队会手，联合表演“会手舞”以及相互交换表演最受重视的傩舞剧目“五将”，以酬神、

娱神、敬神。

有关联村组织的阐述，参见刘铁梁、赵丙祥《联村组织与社区仪式活动———河北省井陉县之调查》，王铭铭、［英］王斯福主编《乡
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一）“纳顿”仪式中水排头的角色扮演
土族“纳顿”节期间，各村落的水排头在做好众人管理事务的同时，还要全身心地组织并投入

到“纳顿”酬神仪式表演之中。一般村落的酬神表演主要包括主、客队会手联合举行的“会手舞”①

以及“庄稼其”②“五将”“三将”“关王”③“五官”④“杀虎将”⑤等折子。每项折子均按照固定的次序，

或在同一姓氏的不同房支，或在不同自然聚落，或在不同姓氏与同一姓氏的房支，亦或不同村社中
间轮流扮演，而其中关键性角色则必须由当值的水排头扮演。

例如，“官亭四户”⑥跳“纳顿”折子扮演次序为：

２００７年（吕家）三房为大排头，故扮演“五将”，上一年的大排头秦家扮演“杀虎将”，下一年的大
排头张家扮演“庄稼其”，何家扮演“关王”，吕家（大房、二房）扮演“三将”。２００８年则分别为张家的
“五将”，何家的“庄稼其”，吕家（大房、二房）的“关王”，秦家的“三将”，（吕家）三房的“杀虎将”。以
此类推，顺延下去。其他凡跳“纳顿”表演折子的村落，与“官亭四户”的组织安排类似，均遵循着极
其严格的次序，年复一年地传承延续下去。

提及“纳顿”折子中的关键性角色，莫过于“五将”中的关羽。凡佩戴面具跳“纳顿”的村落，“五
将”中关羽这一角色必须由大排头扮演。各村落每年当值的大排头在全面履行管理职责的同时，

被村落众人赋予了扮演“五将”中关羽的权利，而这一角色是所有“纳顿”折子中最被看重的。在传
统社会，各村落“五将”中关羽之角色，只能在本村大户人家中轮流扮演，一般百姓与之无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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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会手舞”，是各村“纳顿”中本村主队会手与前来祝贺的客队会手联合表演的大型酬神娱神民间舞蹈。会手舞于傩舞剧目之前
首先上演。有关会手舞表演者的装束、动作、来历传说等，详见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２８页。
“庄稼其”及其他各傩舞剧目，俗称“折子”，均为仅佩戴面具表演的哑剧，没有唱腔唱词。“庄稼其”，即种庄稼的人，表演的是父
亲劝说并教儿子学种庄稼的情景。土族人认为，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所以庄稼其最先表演，它反映出土族先民从游牧向农耕转
变之后，对农耕生产的异常重视。
“五将”“三将”“关王”，是土族人根据三国故事改编而成。一、“五将”，一般村落表演的是刘备、关羽、张飞联合曹操一同战吕布
的故事，而下川团结村则是刘关张为正方，曹操和吕布为反方，双方厮杀的场景。二、“三将”，一般分为“桃园三结义”和“三英战
吕布”两部分。除上川窦家和山赵家两村外，其他村落的“五将”“三将”中，关羽始终为大，走在队伍最前面，引领整个队伍表演，

以示对于关羽的顶礼膜拜。而窦家和山赵家人则认为，刘备做过皇帝理应为大，故其表演中刘备走在最前面。三、“关王”，则是
关羽先独舞，后独战吕布。以上剧目中，关羽这一角色，一般由当年轮值的排头扮演，尤其是“五将”中关羽只能由当值的大排头
扮演。
“五官”，表演的是五位官员上朝朝拜的场景。也有的村落另有五位娘子之角色，称之为“五官五娘”。它主要流行于中川、下川
的村落中，至今，下川团结村、民主村仍在上演。
“杀虎将”，又称“杀虢将”，被视为压轴戏最后上演。它表演的是百姓饱受猛兽老虎的侵袭，不得已请求天神下凡诛杀老虎的情
景。
“官亭四户”，是三川民众对于官亭镇街道及其周边的四个宗族型自然村落张家、吕家、何家、秦家的俗称。吕家分为大房、二房、

三房，其中三房人数较多，后分出单立一户。因此，在包括跳“纳顿”在内的公共活动中，实为五个家户参与其中，五个折子为其
轮流扮演，但三川民众依旧习惯上称之为“官亭四户”。“官亭四户”祖上均为山西移民。据《张氏宗谱》载：“相传原系山西平阳
府人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槐树村人氏）。自明朝之时奉旨莅任，来至西宁府碾伯山南下三川初居官亭城内。后（崇祯年间）先
祖张希才复移居于本集之关帝庙大槐树之右……”又据口碑资料及《秦氏家谱谱序》记载，秦氏、吕氏、何氏为明朝随张氏一道从
山西洪洞县迁徙至此。



今，在大多数村落中，关羽这一角色则由每年轮值担任大排头的家户主人扮演。此外，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出于对客队会手村落的尊重，主队“纳顿”会场上的“五将”则是由客队会手表演的，其关羽

之角色也就由客队村落的大排头扮演。

在中川以及上川官亭一带，折子戏“五将”“三将”中关公角色的扮演，具有极其严格的次序规

定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当地民众为争夺这一角色的扮演权，时常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在地方

观念中，关羽作为忠厚仁义之化身，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村落集体而言，佩戴上关公面具，虔诚地

进行酬神仪式表演，具有无上神圣权威之象征意义，甚至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极其难得的荣耀时

刻。① 对此，当地民众这样谈道：

　　这个“纳顿”跳会的安排上“死卡码”也没有。② 一般就是，谁跳得好，那个角色就由谁来

跳。如果今年轮到了你家当排头了，该你来跳，你要是跳得不好，自己这方面也不感兴趣，那

就可以推荐一个人来跳。不过，我们这里老爷的面箍子（即“五将”“三将”中关公的面具）一般

是不会让给其他人的。一般来说，假如我今年当了大排头了，这个老爷的面箍子戴上，装扮个

老爷，跳上一回，也是一个非常吉利的事情，也显得最为威风，一般人家个人要跳哩。再说，像

祁家二百八九十户人家，轮上一次大排头，也要几十年的事情，人一辈子也就能有那么一两次

机会，所以，一般人家还是乐意跳，尤其是装扮（关羽）关老爷。再说，跳的也都是些‘死码卡’，

认真学的话，都能学会呗。如果自己家里没人的话，就往内部让，即让给自己的兄弟、侄子，内

部确实没有人的话，才往外部让（即让给本家吾之外村庄里的其他人），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这个大排头轮到谁了，他愿意让给谁跳，这与其他人不相干，这是他的权力。以前还有这种情

况，就是他自己跳不好，又没有学好，但还是稀巴烂地来跳，这虽然往往扫了大家的兴，但其他

人不能干涉，这是他的权力，他本人若是要跳，其他人就没啥办法。③

可以说，上述看法在当地民众中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轮到哪户人家担

任大排头而取得扮演关羽之角色，但其主人却不会跳或者跳不好“纳顿”的话，他就会拿上一瓶白

酒和两盒香烟，请上村中擅长跳“纳顿”的老者，在“纳顿”节前夕认真学习。再者，由于大排头扮演

关公角色的“五将”是代表本村在客队会场上表演，因此，只要轮值到自家担任水排头，尤其是大排

头，都会极其重视学习演练，以便正式表演之时能得到客队村落民众的认可，为本村民众挣得荣誉

和颜面，同时更好地体现出其本人作为组织者的权威性和荣耀感。

在三川地区土族村落中，不仅个人家庭重视“五将”中关公角色的扮演，而且在联合跳会的两

个或多个村落之间，也常因争抢关羽角色的扮演权发生严重冲突。比如，中川地区草滩村祁家和

金田村杨家、文家，原本共建一座庙宇供奉一尊庙神锁羯大帝，联合举办“纳顿”的“一庙一会”关

系。但是，每年“纳顿”期间，三个村庄常常争夺“五将”“三将”中关羽角色的扮演权。其矛盾冲突

的最终结果，文家和杨家从祁家总庙中分离出来，另立新庙。对此，草滩祁家老者祁永录这样

谈道：

　　过去，文家人虽住在文家沟，但因为他们比祁家、杨家户辖都小，所拥有的文家沟的水份

很少，所以，大排头和总家只能在祁家、杨家轮流担任。这样，在文杨祁三户联合筹办的纳顿

会上，五将、三将中的关王只能由祁家、杨家轮流饰演。因此，后来，在文家的势力发展起来之

后，文家人欲打破这一令其深感备受冷落和排挤的“陈规陋俗”，从而，提出了关王应在三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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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土族“纳顿”酬神表演中“关公”角色之神圣权威的象征性，参见刘目斌《节日抑或庙会：土族“纳顿”属性辨析———基于民俗
学主义研究视角的认知》，《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死卡码”，西北汉语方言，此指严格的规定。该方言词，也可指固定的程序或模式。

被访谈人：祁祯祥，男，土族，１９６３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２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祁
祯祥家中。



轮流饰演的意见，而祁家人则以遵守传统惯制为由不肯改变。于是，在一场纳顿会上发生了
相当严重矛盾冲突之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家跟杨家合议，从原祁家地界的总庙中分离出
来，在杨家地界另立新庙。其“纳顿”会便在文家和杨家两个村庄轮流举办，五将、三将中关公
之重要角色也由文家和杨家轮流扮演，一直延续到今天。①

此外，中川地区辛家庄辛文俊也谈到了类似的情况：中川地区清泉村的辛家和王家原为一庙
一会的组织关系，但因为“纳顿”会上“装扮身子”（即佩戴面具扮演角色），尤其是关公老爷的“身
子”时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后来辛家便从王家庙中分出，另建辛家庙，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②

（二）水排头角色扮演的象征权威
从以上有关水排头角色扮演的描述可知，在三川地区大排头这一角色扮演权利的互不相让，

乃至为争夺这一权利而发生矛盾冲突的情景，正如杜赞奇指出的：“乡村社会的领袖只能产生于具
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但是，这种似乎约定俗成的文化价值正掩盖了在乡村社
会中它的产生与运作过程。这一细微而复杂的进程充满着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社会集团的相互
竞争、妥协及自我调节。由于文化网络既控制着各种资源，而其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所以，

它成为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见证者。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激烈角逐
的大舞台———争取使网络汇总的舆论导向和权威为某一特殊的需要和利益服务。”③

同理，在三川地区水排头这一角色，无论是传统社会中在有声望的大家族中轮流担任，还是当
下社会每户家庭中轮值担当，均体现了上述道理。在某种意义上，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这一角色
的权威象征，“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这一点体现在“纳顿”酬神仪式
之傩舞角色的扮演中。过去，无论是一个村落独自举办，还是两个或多个村落联合举办的“纳顿”

酬神仪式中，当地民众普遍对于“五将”“三将”之表演三国故事的傩舞中，关羽这一角色扮演权利
的争夺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人们观念中，忠厚仁义化身的关羽这一形象是神圣权威的象征。

反过来讲，关羽形象这一“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符号而不断
地互相争斗”④的结果。时至今日，虽然包括大排头在内的水排头已在普通家户中轮值担当，但“纳
顿”酬神傩舞中关公这一重要角色所具有的神圣荣耀感和象征权威，仍旧受到三川地区土族民众
的高度重视。一旦轮值到自己家庭担当水排头，都会倍加珍视并认真完成各傩舞角色的扮演
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跳“纳顿”酬神仪式中，其“形式是虚拟的，而感受是真实的……仪式表演
者不仅在表演神话，而且从表演的情境中感受神圣。他们在表演着‘理想世界’的同时，也将自己
融入到这个理想世界的‘真实’感受之中”⑤。因此，轮值大排头的家户主人，在扮演关羽这一角色
的同时，也将自己对于历史人物关羽这一仁义道德化身的英雄形象之崇拜，融入到“真实”的感受
之中，实现了其从“世俗”到“神圣”的角色之转换。从而，水排头在具体的仪式表演情境中，也就切
身感受到了神灵信仰符号所赋予的象征权威之力量。

总之，借助神灵信仰建构起象征性权威力量，一直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
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下，三川地区以二郎神及其他地方
神灵为祭祀对象的土族“纳顿会”，通过一年一度的跳“纳顿”酬神与献祭报恩仪式，一以贯之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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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被访谈人：祁永录，男，土族，１９３８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２００７年７月２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祁永
录家中。

被访谈人：辛文俊，男，土族，１９３７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清泉村辛家
“纳顿”会场。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页。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中文版序言”第２页。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１页。



演着社会学家所指称的宗教仪式的“集体欢腾”（ｃｏｒｒｏｂｂｏｒｉ）①。这一狂欢化的集体性仪式展演传
统，在实现人神之间“互补、互利、互益式”的“道义互惠式”②的礼物交换的基础上，达成了村落内部
群体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维系着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发展。

五、结　语

综上可知，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藏族和汉族民众建构
起一套村落社会管理制度———水排轮值制。在传统社会中，水排组织在管理农事用水和看护青苗
的同时，还负责组织相关农事信仰仪式活动，在三川民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均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水排组织原有的社会职责大为减弱，仅在村落农事仪式
实践谱系中延续其传统职能，这尤其体现在三川“纳顿”酬神仪式的组织管理中。各村“纳顿”期
间，水排头尤其是大排头不仅全面负责“纳顿”仪式的组织活动，而且，还被众人赋予了在“纳顿”傩
舞展演中扮演关公等重要角色的权利，这充分体现出水排头组织管理的义务性与权威性的有机统
一，即体现出地方民众基于神灵信仰所建构起的象征权威力量。而且，如今这一权利已由传统社
会中被经济实力较强的大户人家垄断，转化为普通家户轮流担当，且遵照严格次序加以传承和沿
袭着。

在三川地区，水排组织借助神灵崇拜赋予的象征权威力量，而得以实施乡村社会自我管理的
运作模式，有效地维系着村落社会内部秩序的良性运行和地方社会秩序的协调发展。因此，水排
组织这一民间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昭示出三川地区各族民众社会治理的“实践智慧”。这一智慧体
现在三川民众基于自身生存发展所付诸于社会治理实践的仪式谱系之文化图式中。它是一种利
用传统文化资源建构起“内生村庄秩序”③或村落“内生性秩序”④的生存性智慧，体现出地方民众世
代相承的生存发展之道。深入挖掘这一智慧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对于当下中
国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之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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